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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基于手工收集的城市层面户籍制度改革数据与微观企

业的匹配数据,利用户籍制度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来研究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 研究发

现:劳动力市场改革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异质性效应表明,这种正向效应在高创新企业、低融资约

束企业、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发达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 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市场改

革通过破除户籍壁垒显著增加了企业雇佣规模、人均薪酬与企业绩效,从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研究结果对

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当前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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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uses

manually collected urban-leve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data and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uses progressiv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s a “quasi-experiment” to evalua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market reforms and labor income shar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abor market reform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The heterogeneity effect shows that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stronger in high-innovation enterprises, low-

financing-constrained enterprise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small-scale enterprises,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regions. The mechanism test found that the labor market reform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er

capita salary,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thereby increasi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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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对深化收入分配改

革、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并

长期在低位徘徊[1 - 3],这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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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实现。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

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

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 因此,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优化

劳动要素占比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现有文献对劳动收入份额及其决定因素进行

了广泛讨论,主要从宏观制度设计与微观企业安

排层面展开。 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现有文献主要

考察经济结构[4]、技术偏向[5]、经济波动[6]、性别

失衡[7]、人力资本积累[8]、税收征管和税收减

免[2 - 3]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微观企业

层面主要讨论融资约束[9]、贸易自由化[10]、工会

组织[11]、资本市场配置效率[1]、企业规模分化[12]、
营改增[13]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但鲜有

文献关注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 有鉴于此,本文从制度松

绑视角切入,聚焦户籍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及其作用机制。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工资溢价的影

响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但相关理论和

实证文献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有学者研究发

现,户籍制度改革会增加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和

收入[14],提高外来人口的福利待遇[15],促进生产

要素的合理配置[16]。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流动人

口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受到严重的户籍歧视[17],平
均收入偏低,没有享受工资溢价[18]。 可见从微观

个体层面评估户籍制度改革的收入效应并未获得

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是户籍制度改革对人口流

动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面临着严重的内生性问

题,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大数据

和相对外生的事件冲击来探讨户籍制度改革的收

入效应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中国自 2001 年开始在一些城市陆续推行户籍

制度改革,2014 年颁布《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为本文准确识别劳动力市场改革及其经

济效应提供了较好的准实验冲击。 这一改革的核

心在于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松绑,逐步取消“农业户

口”和“非农业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

口”(简称“农转非”),进而促进劳动要素在城乡

间自由流动,从而促进要素合理配置以及经济健

康发展。 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城市层面户籍制度

改革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

数据,以两次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为自然实验,
实证评估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

革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 其作用机制是,劳
动力市场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均薪酬、从业人

数和企业绩效。 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劳动力市场

改革后,高创新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非国有企

业、小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发达地区企业

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更加明显。 本文研究对了解

户籍制度改革的外溢效应以及当前实现共同富裕

具有重要启示。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户籍制度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制度设计,是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典型代表,鲜见于其他经济体。
建国之初,为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设立了

阻隔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 其主要原

因在于,重工业相较于农业和轻工业而言属于资

本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 制

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就意味着需要适当

放弃劳动力就业。 因此,需要建立与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2001 年以来

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松绑,破
除居民特殊身份和降低落户门槛,在一部分城市

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建立城乡

统一的“居民户口”,进而促进劳动要素在城乡间

自由流动,从而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以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 理论上来说,城市地区相比于农村地

区居民的平均工资更高,社会福利保障更加健全,
能够获取更高额的收入。 如陆益龙[19]研究发现越

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
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及农民工身份务工或

412

中国软科学 2023 年第 4 期



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 孙文凯等[15]认为户籍制度

改革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收益。 有理由相信,随
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开,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
会提高流动人口的劳动收入份额。 因此,本文主

要聚焦于 2001 年以来小城镇推行的户籍制度改

革,并利用户籍制度改革时间和地区层面的差异,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劳动力市场改革通过何种潜在机制影响劳动

收入份额,是目前急需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以

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核心在于通

过制度改革适度放松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

动,从而促进要素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20 - 22]。 以

往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于地区经济增长

和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都阳等[16] 发现,劳
动力流动对于扩大劳动市场规模与提升城市的全

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劳动力市场改

革对于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满足城市日益短

缺的劳动力需求具有重要意义[22]。 同时,劳动力

供给的增加也会改变企业的雇佣决策和经营绩

效,并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因此,本文

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逻辑

在于: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增加了企业的雇佣规模、人均薪酬与企业绩

效,进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首先,从“直接效应”来看,微观经济主体行为

选择是宏观经济变动作用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改

革通过破除制度阻碍,吸引众多劳动力进入企业

工作,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雇佣选择,有助于满

足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24]。 事实上,长期以来,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不少企业面临“用工荒”的局

面,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助于解决东部发达地区企

业面临的用工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 如陆益龙[19]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

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以临时工、合同工

及农民工身份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给大

中城市增添发展活力[23]。 Wang 等[24] 也发现,劳

动力市场改革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增

加企业的就业调整,提升企业用工效率。 因此,对
于企业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后,那些劳动力短缺的

企业可能会从劳动市场雇佣更多的工人以满足企

业生产经营需要,企业的劳动雇佣总数和职工工

资会因雇佣人数的增加而逐渐提升[21],劳动收入

份额可能会随职工工资收入增长而增加。
其次,从“间接效应”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会增

加企业的雇佣规模,缓解企业劳动力规模的短缺,
促进企业盈利能力和绩效提升,从而增加企业与

员工利润(或叫租金)的分享,间接提高企业的劳

动收入份额。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长期面临用工

短缺的企业而言,劳动力雇佣规模的扩大并不会

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相反由于长期的劳动力短

缺,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绩效无法扩张和提升。
同时,由于户籍制度壁垒的存在,企业的用工匹配

效率较低,也即由于劳动力市场供给受限,企业无

法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性价比和工作效率高的员

工,导致企业效率无法提升。 因此,随着劳动力市

场改革的推进,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挑选和雇

佣更多的劳动力,企业的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得以

提升,企业绩效增加[25]。 进一步地,随着企业绩效

提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劳动力需求增多,企
业雇佣的人数增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形成企业

绩效提升与劳动收入份额同向增加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改革通过促进劳动要素

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增加了企业的雇佣人数和职

工工资,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同时,随着企业劳动

力短缺得到缓解,企业在劳动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的

助推下,企业经营绩效明显改善,劳动收入份额随之

增加。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假说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制度

改革的推进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假说 2: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直接效应”与“间

接效应”两条途径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
二、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与识别策略

为了准确识别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于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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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的影响,本文利用户籍制度改革在时间和区

域上的差异,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

检验:
laberict = α0 + α1hukouct + γX ict + λZct + θi +

δt + εict (1)
模型(1)中,i 代表企业个体,c 代表城市,t 代

表时间。 laber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劳动收入份额,
用应付工资总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进行衡量。
hukou 为衡量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组虚拟变量,当
c 城市在 t 年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则取值为 1,反之

则取值为 0。 α1 为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份

额的平均处理效应(LATE),X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

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等公司层面的变量,Z 为城市

层面的控制变量,用于控制企业层面与城市层

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θ i 和 δ t 分别表示企业和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改革期间城市的位置等并

未发生改变,控制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就控制

了城市层面的不随时变的固定效应,因此无需

在模型中重复控制城市层级的固定效应 [24] , ε ict

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解释

1.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靠性和可得性,本文主要选择

以下 3 个方面的数据开展研究:一是使用 1998—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2 - 3, 24]。 其

中,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了大量企业的基本信息

和财务信息,能充分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 本文

借鉴李连友等[26]的做法,删除了异常的、不符合逻

辑关系的观察值,删除了销售额明显小于 500 万

元、职工人数少于 8 人、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
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等的企业,最终得到 1998—
2007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是使用 2000—2007 年城市层面的宏观统计

数据,其中城市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数据为手工

搜集,主要通过浏览各级政府网站、查看各级政策

文件、统计公报、官方报纸等多种方式进行了查

找,总共获得了 73 个地级市户籍制度改革样本,样

本期间与 Wang 等[24] 保持一致。 分年份来看,
2001 年获得 1 个地级市样本、2002 年获得 10 个地

级市样本、2003 年获得 22 个地级市样本、2004 年

获得 21 个地级市样本、2005 年获得 10 个地级市

样本,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获得 9 个地级市样

本。 此外,其他城市层面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

年鉴》。
三是收集 2008—2020 年的中国非金融类上市

企业数据(国泰安数据库),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

清理。 如删除样本期间内被 ST、∗ST 的公司;删除

了缺失值、异常值和极端值等等。 当然,由于使用

微观企业数据会遇到较多的异常值问题,我们对

相关变量上下 1%进行了缩尾处理。
2. 变量解释与描述性统计

首先,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劳动收入份

额( laber),借鉴现有文献的衡量方式[2 - 3、11, 13],劳
动收入份额 = (工资收入总额 + 福利收入总额) /
(工资收入总额 + 福利收入总额 + 营业利润 + 固

定资本折旧)。 观察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指

标 laber 的均值为 0. 399 7。 另外,劳动收入份额指

标的标准差为 0. 288 2,且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存

在明显的差异。
其次,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改革

(hukou),采用二分虚拟变量进行衡量。 具体而

言,其值取决于城市户籍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当
c 城市在 t 年实施了户籍制度改革则取值为 1,反
之则取值为 0,并以此来识别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最后,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在控制变量

方面,参考相关研究[2 - 3, 11, 13],本文首先控制了公

司年龄(age)、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
有形资产率( fix)、资产流动性( cr)、资产有形比

( tang)等公司层面的变量,其次本文还控制了人均

GDP ( pgdp)、 地方财政投入 ( finance)、 总人口

( spop)、职工工资(awage)等城市层面的变量。 观

察描述性统计结果并未发现明显的极端值和异常

值,具体变量的详细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612

中国软科学 2023 年第 4 期



表 1　 变量的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laber 劳动收入份额 应付工资总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813 506 0. 399 7 0. 288 2 0. 341 7
hukou 处理变量 改革后取值为 1 813 798 0. 302 8 0. 459 5 0. 000 0
size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取对数值 813 798 9. 738 1 1. 412 7 9. 556 6
age 企业年龄 企业开业至今总年限 812 759 9. 233 6 10. 102 8 6. 000 0
lev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813 798 0. 557 5 0. 253 8 0. 584 9
fix 有形资产率 非流动资产 / 总资产 813 798 0. 418 3 0. 236 1 0. 402 1
cr 资产流动性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797 828 1. 939 6 3. 166 2 1. 129 8

tang 资产有形比 固定资产加存货 / 总资产 813 798 0. 528 2 0. 230 1 0. 532 8
pgdp 人均 GDP 人均 GDP 取对数 813 798 9. 398 9 0. 696 8 9. 347 3
finance 地方财政 地方财政取对数 813 798 12. 142 2 1. 261 6 12. 087 9
spop 总人口 总人口取对数 813 798 5. 897 5 0. 617 5 5. 919 7
awage 职工工资 职工工资取对数 813 798 12. 969 7 0. 917 8 12. 834 0

三、实证结果与机制检验

(一)基础回归结果

理论上,劳动力市场改革通过促进劳动力在

城乡间自由流动,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可能会增加

劳动收入份额。 表 2 汇报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

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Panel A
第(1)列至第(4)列为控制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和控

制不同类型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Panel B 中第

(1)列至第(4)列为进一步控制企业层面、地区层

面控制变量和控制不同类型固定效应的估计结

果。 从表 2 Panel A 中第(1)列至第(4)列结果中

不难发现,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估

计系数为正,且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初步

说明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影

响。 不过,由于估计结果会受到城市层面遗漏变

量的干扰,可能使估计结果存在偏误。 为进一步

识别两者的关系,Panel B 中第(1)列至第(4)列报

告了进一步控制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改革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

份额,平均而言,与非改革组相比,户籍制度改革

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了约 1% (0. 004 3 /
0. 400 0),证明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1。 说明以户籍

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助于劳动收入份

额的提升,这对于当前我国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经济的平衡增长具有重要意

义。 因此,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深化劳动力市场

改革对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有助

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表 2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Panel A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hukou
0. 004 0∗∗∗ 0. 004 0∗∗∗ 0. 003 9∗∗∗ 0. 003 9∗∗∗

(0. 001 4) (0. 001 4) (0. 001 4) (0. 001 4)
样本量 727 743 727 743 727 743 727 743
R2 0. 661 8 0. 661 9 0. 662 0 0. 662 0

地区变量 No No No No
变量名称 (1) (2) (3) (4)
Panel B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hukou
0. 004 2∗∗∗ 0. 004 3∗∗∗ 0. 004 2∗∗∗ 0. 004 3∗∗∗

(0. 001 4) (0. 001 4) (0. 001 4) (0. 001 4)
样本量 727 743 727 743 727 743 727 743
R2 0. 661 9 0. 661 9 0. 662 0 0. 662 1

地区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No Yes No Yes
地区效应 No No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p < 0. 01 时有统计学
意义。

(二)机制检验

劳动力市场改革如何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
本部分我们考察劳动力市场改革影响劳动收入份

额的具体路径。 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一方面,
从“直接效应”看,劳动力市场改革会增加企业的

雇佣人数和职工工资,从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另一方面,从“间接效应”看,劳动力市场改革可能

会增加企业的经营绩效,并扩大雇佣规模,提升劳

动收入份额。 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些潜在的理论

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1. 雇佣人数和职工工资

本文检验“直接效应”途径是否存在。 如前所

述,劳动力市场改革会增加企业的雇佣行为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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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

市场改革通过放松城市落户条件,给予劳动力市

场松绑,减轻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有利于劳动力

的自由流动。 同时,经济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于

东部沿海地区,大量企业聚集于此,需要充足的劳

动力以满足企业的长期发展。 因此,在劳动力市

场松绑的背景下,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劳动要素

配置得以改善,企业能够容易地雇佣劳动力,长期

以来发达地区面临的“用工荒”问题得以缓解,企
业雇佣规模和工资水平可能会增加,这极有可能

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接下来,本文将构建

如下指标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来说,第一,职
工工资(pawage)用企业付给职工个人的工资和福

利支出的总和与职工人数的比值表示;第二,雇佣

人数( tlabel)用企业从业人数总和取对数表示。 检

验结果如表 3 所示,首先,在第(1)列中,劳动力市

场改革的估计系数为 0. 027 0,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改革会增加企业的

职工工资,并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与前文

的理论分析一致。 其次,第(2)列中,在控制一系

列影响因素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估计系数为

0. 007 0,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劳动力

市场改革会增加企业的雇佣总数,并增加劳动收

入份额。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增加企业雇佣

规模和工资水平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直
接效应”。

2. 企业绩效

本文检验企业绩效这一“间接效应”是否存

在。 理论分析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缓解了企业的

劳动力短缺,提高了企业雇佣规模和员工工资,从
而提高了企业的用工匹配效率,增加了企业绩效。
一方面,对于那些用工短缺的企业而言,随着劳动

力市场改革,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市场雇佣更多的

劳动力,劳动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企
业绩效也得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另一方

面,随着企业盈利能力和绩效提升,生产规模扩

张,劳动力需求增多,企业雇佣的人数增多,劳动

收入份额也随之增加,形成企业绩效提升与劳动

收入份额正向增加的良性循环。 因此,此部分对

企业绩效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表 3 汇报了劳动力

市场改革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其中,在企业

经营绩效的衡量上,本文主要参考 Bernard 等[27]

的研究,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衡量:一是总利润

(pro),为企业实际利润总额的对数表示;二是总资

产利润率(PRO),用企业利润总额与资产总额的

比值表示。 检验结果如表 3 中第(3)列至第(4)列
所示,可以发现,劳动力市场改革增加了企业的总

利润和总资产利润率,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改革通

过弥补企业劳动力短缺提升企业绩效并影响劳动

收入份额。 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有利于企业活力激

发,还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证实了“间接效

应”。
综上所述,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增加了企业雇员总数、人均薪酬与企

业绩效,从而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的假

说 2 得到验证。
表 3　 机制检验

变量名称
(1) (2) (3) (4)

pawage tlabel pro PRO

hukou
0. 027 0∗∗∗ 0. 007 0∗∗ 0. 130 1∗∗∗ 0. 124 2∗∗∗

(0. 004 0) (0. 003 5) (0. 008 8) (0. 008 9)
样本量 639 302 641 340 592 712 592 712
R2 0. 728 2 0. 930 2 0. 805 1 0. 706 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时有统计学意义。

四、异质性分析

诚如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的,以户籍制度

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作为中国最具特色的制

度设计,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在多个方

面存在结构性差异,理解这些异质性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事实,从而

为制定具体的收入分配政策,有序推进劳动收入

份额的提升提供思路。 因此,本文接下来进一步

考察不同企业类别下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异质性影响。
(一)创新能力

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是促进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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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抓手,而劳动成本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

素。 不同创新水平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存

在差异? 接下来,我们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

而言,首先,采用研发密度( rd 和 rd1)衡量企业的

创新能力。 其中,rd 用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

值表示,rd1 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
其次,按照研发密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低两

组,当研发密度高于中位数时为创新能力较高组,
反之则为创新能力较低组。 表 4 中第(1)—(4)列
报告了不同创新水平下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

入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

改革对于创新水平较高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

面影响更大。
(二)融资约束

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金融政策是影响企业生

产经营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市场改革后企业的劳

动成本会显著增加,企业预期的收益下降,企业在

银行或其它金融部门贷款的难度可能会增加。 因

此,我们试图评估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融

资约束。 具体而言,此部分借鉴李连友等[26] 的做

法,采用 SA 指数的对数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

束。 具体而言,本文以 SA 指数中位数为依据将研

究样本分为高低两组,也即当 SA 指数高于中位数

时为融资约束较高组,反之则为融资约束较低组,
并分组检验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 表 4 中第(5)列至第(6)列的检验结果显示,
在不同融资约束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于融

资约束较低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面影响

更大。
表 4　 异质性检验 1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hukou 0. 003 8∗∗∗ -0. 121 5∗∗∗ 0. 003 8∗∗∗ -0. 122 1∗∗∗ 0. 001 6 0. 004 1∗∗∗
(0. 001 4) (0. 005 8) (0. 001 4) (0. 005 8) (0. 003 4) (0. 001 5)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样本量 710 838 12 163 710 827 12 165 54 799 674 738
R2 0. 663 8 0. 833 4 0. 663 9 0. 832 1 0. 612 0 0. 658 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p < 0. 01 时有统计学
意义。

(三)产权性质差异

所有权性质是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

因素,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效果时必须

对产权性质进行充分考虑。 表 5 中第(1)列至第

(2)列报告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劳动力市场改革对

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结果

显示,非国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改革后劳动收入

份额增加的幅度更大。 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

革主要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可能

的解释是,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考量,国有企业的生

产经营不单要考虑经营利润,还肩负经济稳定、就
业、扶贫等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因而其就业岗位

相对稳定,需要的雇员人数相对固定。 与之相反,
非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抗风险能力

较弱,加之雇佣成本在公司成本预算中占据重要

地位,因此,非国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改革后劳动

收入份额可能会增加。
(四)企业规模

此部分检验不同规模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改革

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表 5 中第(3)列至第(4)
列报告了不同企业规模下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收

入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与大规模企

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改革后,其劳

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更为明显。 这充分说明,我国

中小规模企业(吸纳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对
于提高劳动要素占比的重要意义。 可能的解释如

下:大规模企业由于其雄厚的实力、规范的财务制

度、相对容易的融资渠道和清晰的劳动雇佣关系,
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敏感性应该较低。 与之相

反,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外部政策环境的

表 5　 异质性检验 2

变量名称
(1) (2) (3) (4)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hukou
- 0. 003 4 0. 006 8∗∗∗ - 0. 005 5 0. 012 7∗∗

(0. 003 8) (0. 001 5) (0. 004 5) (0. 006 0)
国有 非国有 大规模 中小规模

样本量 95 945 629 288 19 041 469 607
R2 0. 696 3 0. 664 7 0. 656 1 0. 701 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时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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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而当劳动力市场改革后,可能会显著增加

小规模企业的雇佣规模。 因此,在劳动力市场改

革后,中小规模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明显提高。
(五)劳动密集度

理论上,劳动力市场改革会增加劳动要素的

自由流动,增加企业的雇佣决策,会影响企业的劳

动成本,因此这一改革对于不同劳动密集度企业

的影响可能并不一致。 为了检验这一推论,参考

现有文献中关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低技术和低技

能密集型产品的界定[28],本文将样本数据分为非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检验。 具

体结果如表 6 第(1)列至第(2)列所示,观察发现,
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于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都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但相比

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劳动力

市场改革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更为明显。
(六)地区差异①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区域管理层级众多的

国家。 21 世纪初以来,户籍制度在不同地区逐步

推行,其政策效果褒贬不一,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

差异。 如河南郑州市曾在 2003 年短暂推行户籍制

度改革,但因人口过多流入于 2004 年又取消了

2003 年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 此外,从经济

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地
区平均工资相对于西部落后地区普遍偏高。 随着

户籍制度松绑,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从西部落后

地区自由流动到中东部地区以获得较高的劳动收

入,这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典型

事实。 为此,有必要对地区间的劳动收入份额的

异质性进行分析。 表 6 第(3)列至第(5)列分别报

告了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

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在劳动

力市场改革的背景下,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劳动力

市场改革后其劳动收入份额有明显上升,说明劳

动力市场改革对东部和中部发达地区企业的劳动

收入份额的提高更加显著,这与现实情况较为一

致,证明了我国劳动力为追求高收入从落后地区

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典型事实。 也充分说明我国区

域间存在明显的不平等,需要制定针对性的举措

来平衡地区间的发展。
表 6　 异质性检验 3

变量名称
(1) (2) (3) (4) (5)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hukou
0. 007 2∗∗∗ 0. 003 1∗∗ 0. 002 3 0. 004 7∗∗∗ 0. 019 9∗∗

(0. 002 7) (0. 001 6) (0. 004 1) (0. 001 5) (0. 008 9)

劳动密集 非密集 西 东 中

样本量 209 831 522 006 107 088 503 276 115 069

R2 0. 692 9 0. 647 7 0. 613 5 0. 685 0 0. 622 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五、稳健性检验

(一)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是双重差分实证策略开展的重

要前提,为了验证处理组和对照组间的共同趋势,
同时探究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的动态效果,参考

现有文献[24],我们主要利用事件分析法对其进行

检验。 具体如式(2)所示。

laberict = α + βk∑
4

k = -2
Dict jk + + γX ict + λZct + θi +

δt + εict (2)
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1)基本一致,主要是将

式(1)中的 hukou 变量替换为 ∑
4

k = -2
Dict jk ,其中 Dict jk

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距离改革的时间, - 2 ≤ k <
4。 如 Dict j0 表示位于 j 城市的样本 i 是否处于该城

市改革当年,如果是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此外,
为了解决模型中的序列相关问题,在具体回归中

标准误在城市层面和年份层面进行聚类②。 若控

制组与处理组的差异并非来源于由于改革前 Dict jk

(k <0)业已存在的差异,而是由改革后的 Dict jk (k >
0)所引发,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处理组和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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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户籍制度改革,主要促使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流动,因此很有必要分析改革后劳动收入份额在地区间的差异,这对于进一步缩小

地区差距,平衡区域发展有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也尝试在企业层面聚类,结果保持一致。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回归结果不会存在明显的选

择性偏误问题。 式(2)估计的结果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发现,在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实施之

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

势是一致的,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改革后,劳动

收入份额显著提高。 上述结果表明,处理组和控

制组在改革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双重差分估计

前置条件满足。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二)安慰剂检验

前文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会显

著增加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但为了保证本文的

估计结果不是由某些难以观察的偶然因素导致,
同时也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此部分我们进

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就是将劳动力市场改

革政策冲击的时间统一提前一年进行安慰剂检

验,观察其在虚构事件冲击下的经济效应。 检验

结果发现,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并不显著,说明前文的估计结果并非偶然获得,
具有稳健性。

(三)PSM + DID 估计

尽管前文已经对户籍制度改革组和非改革组

的事前趋势进行检验,但为了进一步保证估计结

果的稳健。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双重差分模型(PSM - DID)来重新估计本文

的结果。 首先,以劳动力市场改革前的样本企业

匹配变量为基础,参考相关文献,采用邻近匹配的

方式对样本进行匹配,以矫正内生选择偏差问题。
其次,利用匹配好的样本对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劳

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估计结果

发现,即使考虑选择偏差问题,劳动力市场改革对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与前文的估

计结果保持一致。
(四)控制各交互固定效应与改变聚类层级

前文基准结果中,标准误选择聚类在地区层

面,同时在固定效应方面我们控制了企业、行业、
时间和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此部分通过增加固

定效应的控制和调整标准误的聚类层级来进行稳

健性检验。 具体而言,首先,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还控制了行业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地区与年份

交互固定效应;其次,将标准误聚类调整在企业层

面。 观察结果可以发现,即使增加交互固定效应

控制和调整标准误的聚类层级,劳动力市场改革

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依旧显著。
(五)考虑遗漏变量问题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参考相关文献控制了部

分城市层面的变量,为进一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此部分进一步控制了预算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净

额、非农业人口、登记失业人数等城市层面的变

量。 检验结果发现,即使增加对部分城市层面的

变量的控制,本文估计系数的方向未发生明显变

化。 进一步地,考虑到最低工资可能影响劳动收

入份额,因此我们手工收集了城市层面的最低工

资数据并与原样本匹配进行控制,检验结果发现

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说明遗漏变量对本文估

计结果的影响较小,前文估计结果稳健。
(六)排除其他替代性政策的干扰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中国于 2004 年在东北三

省(吉林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推行了增值税转

型试点改革,这可能会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变化,导致本文估计结果有偏。 其实,从理论上而

言,增值税转型改革并不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但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与劳动力市场改革推行存

在重叠,可能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可能

影响到本文研究的劳动收入份额。 为了保证研究

结果的稳健,我们删除了注册地位于东北三省的

企业。 检验结果发现,在排除增值税转型干扰政

策的影响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劳动收入份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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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正向关系依旧稳健。
(七)缩小样本估计期间

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实行需要一定的时间

窗口,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参考 Wang 等[24]

的研究,将户籍制度改革实施的最终时间限定在

2005 年。 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户籍制度实施的效果

至少两年,从而准确识别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净效

应。 此部分将 2006 年和 2007 年实施户籍制度改

革的 9 个地级市样本删除,保留 2001—2005 年的

全部城市样本,共计 64 个地级市。 检验结果如表

7 第(1)列至第(4)列所示,可以发现,即使考虑改

革的滞后效应,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提升效应依然存在。
表 7　 缩小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hukou
0. 004 1∗∗∗ 0. 004 2∗∗∗ 0. 004 5∗∗∗ 0. 004 6∗∗∗

(0. 001 4) (0. 001 4) (0. 001 4) (0. 001 4)
样本量 727 743 727 743 727 743 727 743
R2 0. 662 0 0. 662 0 0. 662 0 0. 662 1

企业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变量 No No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No Yes No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p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八)使用 2008—2020 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

为了弥补工业企业和城市层面数据分析的不

足,本文还收集了最新的上市公司数据对户籍制

度改革的劳动收入效应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本
文利用 2014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

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事件冲击来构建双重差分

模型进一步评估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

影响。 关于模型设定,个体层面将辽宁省、吉林

省、河南省、安徽省等 17 个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政策

的省份设置为处理组,其他未出台改革政策的省

份设置为对照组;时间层面则以 2014 年户籍制度

改革为分界进行设置。 企业层面主要控制了企业

规模、公司年龄、资产结构、净资产收益率、股权集

中度、股权性质等变量,城市层面控制了人均

GDP、财税收入、进出口贸易等,同时模型中也控制

了企业和年度固定效应③。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8
第(1)列至第(5)列所示,可以发现,即使采用最新

的户籍制度改革和上市公司数据,劳动力市场改

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依然存在。 平均而

言,与非改革组相比,劳动力市场改革组企业的劳

动收入份额提高了约 3% (0. 003 5 系数 / 0. 117 1
均值)。

表 8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5)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laber

hukou
0. 020 8∗∗∗ 0. 021 4∗∗∗ 0. 015 4∗∗∗ 0. 003 5∗∗∗ 0. 003 5∗∗∗

(0. 000 6) (0. 000 5) (0. 000 7) (0. 000 6) (0. 000 6)
样本量 80 527 80 527 59 074 59 071 59 058

R2 0. 018 1 0. 126 9 0. 139 3 0. 816 9 0. 846 1
企业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地区变量 No No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No No No Yes Yes
年份效应 No No No Yes Yes
行业效应 No No No No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p < 0. 01 时有统计学
意义。

六、结论与启示

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改革显著增加了劳动

收入份额,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作用

机制在于,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劳动要素占比

(企业人均薪酬、从业人数和企业绩效),从而增加

了劳动收入份额。 异质性检验发现,高创新企业、
低融资约束企业、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劳动

密集型企业和发达地区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改革

后,其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更加明显。 上述结

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能够激发劳动要素活

力,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

额,有利于优化要素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目

标的实现。
本文可能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要按照“十

四五”规划要求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户籍制

度为重要抓手,破除阻碍城乡发展的劳动力流动

障碍,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供给,给企业提供“援
助之手”,助力企业经营绩效提升。 同时,要继续

坚定户籍制度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深化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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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本文对重新设定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PSM + DID 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估计结

果稳健,限于篇幅未详细展示。



场改革,以户籍制度改革带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

域的改革,破除要素流动的阻碍,通过劳动力市场

改革提升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着力缩

小收入差距,努力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第二,近
年来,中国的劳动要素占比不断下降,收入分配格

局出现结构性失衡,这会加大地区和居民间的收

入不平等,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顺利实现。 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

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

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④”。 因此,要按照“二十大”报告的要

求,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努力提高劳动要素占

比,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福利提升。 第

三,中小微企业是稳就业的主体,是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前文的结果也发现中小微

企业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在未来的改革中,要继续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

政策扶持,帮助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用
工难、税费高的现实困境,从而为其劳动收入份额

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第四,目前社会上

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

可以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研究发现,推动制度改

革(户籍制度)可以释放活力有效提升劳动要素占

比,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本文的结果表

明,要通过破除制度障碍、推动制度改革(户籍改

革)等方式来优化要素分配,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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